杨云标：古老土地的光明梦想
本文来自于2015年10月26日微信公众号“南塘民府”。

简介：
杨云标，1973年出生于安徽阜阳，南塘兴农合作社理事长。1997 年法律专业毕业后，协助家乡村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2003 年成立老年人协会、妇女文艺队，2004 年推动成立安徽阜阳兴农合作社。已从事基层乡村建设工作18年，有丰富的一线乡村工作经验，并组建乡村工作培训课程、农民学习网络等，协助其他农民组织的发展，引入“罗伯特议事规则”， 并改良为“萝卜白菜歌”。
杨云标的坚持和努力，获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赞誉，2005年，被《南风窗》评为年度公共利益人物、2008年”众德杯中国合作经济人物暨中国具有影响力合作社产品品牌“评选活动年度十大人物奖、2009年度全国十大合作经济人物等。
安徽阜阳南塘兴农合作社是2007年7月依法注册的农民自发组织。合作社的梦想是每个父老乡亲都能生活的有微笑、有尊严。
合作社现有400多户入股社员，覆盖4个乡8个行政村。合作社下设老年协会、妇女文艺队、留守儿童活动中心、统购统销项目组、资金互助项目组、小酒坊、沼气工程队等常设部门。也不定期的承办各种公益项目。
合作社的发展已有17年历史。从1998年当地民众反对农民负担过重的个人维权开始，合作社经历了有组织的维权、2001年成立农民维权协会、2003年成立老年协会和妇女文艺演出队、2004年成立兴农合作社、2008年惩戒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十点项目等成长阶段，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社区发展经验，也积累了广泛的政府、媒体、公益组织等社会资源。
历程开端
在皖西北的平原上，有一个平静的村庄——南塘村。村里的父老乡亲守着自己的炒米油盐，体味着谋生的酸甜苦辣，本本分分地生活着。
时光缓缓流淌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村里的平静被粗鲁地打乱了……
一、发展历程的五个阶段
（一）由抗争而产生的社区维权组织
20 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尤其是农村改革处于艰难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三农问题突出，干群关系紧张，导致一些地方的农民不堪中国重负而上访。安徽南塘的农民合作社的杨云标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1997年乡政府向村民的收费越来越多，买自行车要收费、卖猪肉要收费、种地要收费、生孩子要收费、老人家去世要收费……一个乡亲一年要交300度元，而乡亲们人均只有一亩耕地，种一季小麦，种一季玉米，风调雨顺时候一亩地除去化肥种子，可以收入三四百块钱，遇到旱、涝、病、虫等灾害，种地能保住不亏本就很不错了。本地缺乏工商业让乡亲们就业赚钱。而老人生病、孩子上学、衣食住行都要花钱。许多年轻人都去打工了，村里只留下“38/61/99”部队（指妇女、儿童、老人）。干部征要各种各样的费用，乡亲们，没有钱交，乡村干部就牵猪搬粮，有时候还动用地痞流氓、司法力量强行收费。于是，一个个的乡亲开始了上访维权的苦难生涯。 1998开始，乡政府对上访的乡亲们的打击更加严重，许多上访乡亲被抓、被罚、被打。我们开始一家一户地动员乡亲们一起联名、一起募款。维权代表去北京上访、给国家各个涉农部门写信。我们的努力让省委开始关注我们反映的问题，并派出省委督查组到我们村督办。随后，视为对我们村问题给予了“严重”的处理。村长、村支书被撤职，乡长、乡书记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这样的处理结果引来了周围的6个村的上访乡亲，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苦难的历史。记得我们邻县的一个姓姚的大姐，她7次去北京上访反映村干部的腐败问题，受尽了嘲讽、打击。他们希望能得到我们的帮助。
2001年3月7号，我们成立了一个“农村维权协会”维权协会章程提出：理性维权、文化启蒙、科学致富。但当时主要还是做维权的活动，大家觉得团结起来可以相互支持、更有力量。这就是南塘村社区组织的起源。

（二）以文艺促进参与——成立妇女文艺演出队和老年协会 
到2003年的时候，维权协会取得了一些成绩。通过集体合作维权的方式，获得了政府的重视，其中也促使部分政官员把多收的钱退了回来，部分维权代表还当选了村干部。但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虽然工作也取得了成绩，但参加维权的人数不是越来越多，反而越来越少。在跟维权骨干聊天的时候，我们发现，长期的维权、抗争，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恐惧和不安，一张与大家都感到身心疲惫。那怎么办呢？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维权骨干们提出了以”文艺“促进”参与“。记得很清楚，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以文艺促进参与，以参与促进合作，以合作促进发展。”口号易喊，但是做起来相当难。我们找人来唱歌来跳舞，大家扭扭捏捏，没有人愿意。土地分产到户后，村庄的集体活动、公众活动就很少了，乡亲们都不习惯在人群面前唱歌跳舞。维权骨干一起开会商量怎么办？大家认为村里原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宣传队的五六十岁的老人家，他/她们在毛泽东时代受过文艺训练，有一定的文艺特长，懂乐器、懂唱法，游走揭穿户的演出经历，我们可以去找这些人。
经过大家努力找了七、八个，他/她们也表示很留恋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愿意出来唱。通过这七八个老同志排练，吸引了许多乡亲观望，可以感觉到大家也想参与，也想表达，但不好意思。我们就主动拉她们参与，开始她们也不好意思，参加几次就渐渐自然了。而且越跳越开心。很快我们组织了一只25人的妇女演出队。大家热情很高，我们又开展了“农民文化周”活动，其中一个节目是百人扭秧歌，气势非常大，锣鼓喧天，乡亲们精神抖擞一起扭秧歌。阜阳电视台进行了现场采访，对发家鼓励很大。
在百人秧歌活动中，我们发现乡亲们在欢快的气氛中，所唱的歌词，很多事批判的内容。如：“阜阳出了个王坏种，害得农民不安生……”我们把我们的文艺叫做浪漫的现实主义，这些都是乡亲们自己创作、自己编剧、自己演，演自己的生活。
我们文艺宣传队通过私人关系，找了朋友，参加了当地的三合庙会、胡庙庙会、程集庙会……我们拉起了条幅，打着彩旗，锣鼓喧天，宣传我们团结精神。庙会上有2万人。大家都追着看我们的节目。我们都很兴奋，因为这一刻，我们能在几万人面前表达自己，展现自己，我们成为农村最大公共聚会的表演者，成为主角。文艺队员参加了庙会之后，都成了当地的名人。她们走亲戚、赶集上街时都会有人跟她们打招呼，夸她们唱得好，她们也感到自豪。
演出队中不少中年妇女的儿子都出去打工了，要操劳很多农活，她们身体原本很糟糕，参加活动后，精神明显好了很多，精神好了，身体也好很多。赵军霞、邢彩英两位老人晚景都比较凄凉，参加活动后，精神身体都好了很多。身体好了，地也种好了，收成也增加了。我们说，人的微笑是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它不仅仅带来了精神的快乐，也带来了生产的变化。

（三）多样的需求产生多样的社区小组织——老年协会的温柔革命
    随着文艺工作的开展，我们又把村里的老人组织起来，成立了“老年协会”。我们老年协会做的工作是评选“十佳儿媳妇”，这是根据老人的需求而开展的。以前村里是公公、婆婆欺负儿媳妇，现在是儿媳妇欺负婆婆。一旦家里有这种纠纷，我们去劝儿媳妇，她就会说这是她家里的事，与你有啥关系呀。例如：我们村有一位儿子打他妈，村里解决不了，派出所也没办法介入，如果派出所真把儿子给拘留了，儿子出来之后，往往对父母更糟糕。老年协会通过评选“十佳儿媳妇”活动，来改善婆媳关系。我们组织宣传队，敲锣打鼓，给好儿媳发奖状，送红花。我们直接到村里搞颁奖仪式。在这中间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给好媳妇颁奖的时候不孝顺的媳妇不来围观。为什么她们不来看呢？因为当很多人围观时，很自然的形成社区舆论，大家在表扬那个儿媳妇做得好时，同时也就批评了不孝顺的儿媳。这个活动开展之后，我们明显感觉好多儿媳妇有了很大变化，我们把它称为“温柔的革命”。我们这个活动只是敲敲锣、打打鼓、送送花，是非常“温柔”的，我们只夸奖好的，不批评不孝顺的，却带来了内心的变化。

（四）以参与促进合作，针对社区组织的能力建设
1、乡村建设学习班一次庙会演出，描绘筹办放给我们300元演出费，给演出队员分钱时候，一个文艺队员认为自己贡献大应该多得，大家觉得大伙都很努力，不应该多得，为此还闹得大家很不高兴。这件事促成我们组织了第一个学习班。学习班上大家讨论说，以前村里人都很“傻”，帮助别人干活都不留名。现在人太聪明了，聪明到只想着自己，不再想大家。我们要想把家乡建设好，我们需要变得傻些。不但想自己，还要想别人，想大家。后来我们把第一个学习班叫“傻子学习班”。
2、“主人学习班”中间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讨论。在学习班上，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农村最缺乏什么？”头脑风暴之后，有人说缺钱、有人说缺技术、有人说缺市场。我们发现，认为“缺少好的领导人”这个答案最多。理由是“干好干不好，关键在领导。”接着继续问：“为什么会缺好的领导人？”讨论同样非常激烈。我们问大家，村里善良、又很有能力的人，他们为什么没有成为我们的领导人。大家认为“没有好领导人，是因为缺少民主。”如果有了民主，就可以选出好的领导人，把这些善良的、有能力的人选作我们的领导人。随后我们又接着讨论：“为什么缺少民主？”因为我们缺公民。“公民是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人。如果大家都不表达自己的意愿，都不主张自己的权利，就不会有民主。再接着问：“为什么缺公民？”因为我们缺公共生活，群众生活，我们只关注自己的家庭，关起门在家里过自己的小日子，没有公共生活，没有公共舆论，没有公民意识，怎么会有公民？没有公民怎么会有民主？没有民主又怎么会有好的领导人？我们现在做的妇女为宣传队、老年协会就是试图在村里建立新的公共生活。有了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团队，有了公共的生活、就有了我们的公民意识。

（五）以合作促进发展——成立农民合作社      
文艺活动持续一年之后，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大家蹦蹦跳跳搞个演出，确实能让人很振奋、很高兴。但是时间一久，大家热情消减，因为它不能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不能改善生产。大家说：“如果合作能改善一下我们的生产就更好了。”接下去该怎么办？那时候，我们刚好从一些去我们村调研的人、采访的人了解到“合作社”的生产组织形式，于是就在2004年4月成立了合作社。生产合适跟文艺活动不一样，需要大家拿钱入股，成为组织的正式一员。很多人在犹豫：“包产到户几十年了，大家一直都是自己干，不也挺好的；以前的合作社把农民搞得多惨。”我们开始启动时候，只有12户人入股参加。我们又开展了一个学习班。大家讨论为什么要办合作社？当时我们举了一个购买化肥的例子：一袋化肥在北京生产，出厂价为50元，卖到安徽之后可能就是60元，卖到阜阳市可能是70元，再从市里卖到县里就要80元，最后卖到农户手里就变成100元。如果合作社成立起来，自己去买化肥，从市里直接买，减少中间环节，70 、80元就能买到，一袋能节省20 、30元。再者单家庭独户去买，再租车去拉，成本非常高，也不合算。我们集中去买，可以节省很多。举这个例子引起大家共鸣。学习班之后，入社的达到40 、50户。
一年后，我们又成立“资金互助合作社”。与政府合作，试点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2007年7月2号我们在颍州区工商局依法注册。2008年底，我们在省农业开发局申请了一个农业开发综合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以往都是通过中央财政一层层下拨最后找一个乡政府合作，建桥、修路、打井。农民不参与。虽然农民是受益者，农民积极性不高，而且意见很多，甚至反对。2007年底安徽省做了一个试点，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专门拿出一部分资金直接与合作社合作，让农民通过合作社直接参与工程规划、工程招标、质量监督、工程设施的管理。全省选了四个合作社，我们是其中一个。
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执行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打开17眼、配套灌溉机械17台套、修的油路1.6公里、修涵桥70座、疏通水渠4000米、植树4000棵。为了项目顺利实施，我们合作社开了20多个现场会议、动员了1000多人次的劳动力投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和政府面对面的合作，让政府重新认识了我们，改善了和政府的关系。
二、组织建设——解决机构的官僚问题
通过上面的活动开展、入股的会员增加到300户左右。这时候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机构的官僚化。以前合作社只有30多户时，大家关系都非常亲切，理事会、监事会成员都能给社员提供面对面的亲切的没有距离的服务，到了300户时，我们发现不行了，人多了，理事会的成员更多是在办公室里用电话办公，远离群众。另一个问题是骨干没有成长。30多户时候是20多个骨干，到300多户的时候骨干还有20多个。每年新参加的成员，很难进入骨干核心团队，虽然一些新人很有能力，也参与了组织活动，但是所有的职位都满了，很多能人进不来。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一个改革方案：将300多户分为11个互助小组，各互助小组都有自己的小组管委会。互助小组管委会负责小组的日常服务和组织建设。但这样以来，就把原来了理事会的部分分散、下放到各互助小组了，所以，当理事会讨论这个机构改革方案时候，方案受到很大反对。第一次改革方案，就这样“光荣”地失败了。巧合的是：2008年1月份我们申请国际小母牛扶贫项目，该项目有一个要求：必须以小组形式运作，并且每个小组不超过20户。当时我们非常想获得这个项目，所以再次把改革方案公布不久，小母牛扶贫项目因为金融危机又不能跟我们合作了。划了11个互助小组，每个互助小组选举了五个负责人组成小组管委会，合作小组都是一个个小的村庄草根组织。我们就在11个互助小组里面开展三大建设——组织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
刚开始搞组织建设时候，乡亲们搞不清楚“组织”是什么意思，大家没有这个概念。我们就说，“组织”就是“三个一”：一群热心人成立了一个互助小组，去做一些好事。
大家又问：做什么好事呢？好事就是：大家唱唱歌、打扫干净村里环境卫生、帮助村里困难的人家等等。我们就这样先推组织建设，再推文化活动，最后再搞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到现在还没干成。
我们从梁军老师那里得到很大启发，推动组织建设的“三步走”由“抱着走”到“扶着走”最后是“放开走”。但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到“放开走”这一步，期望个个互助小组能早一点自己走。
三、合作社的变化
2008年以来，合作社有很多新的变化：建了手工高粱酒坊；小额资金互助重组；新建了2层办公楼房；有了全职的青年工作团队……
这些变化与合作社引入了本地农村能人的参与紧密相关。例如，高粱酒坊的负责人就是我们当地很能干的致富能人，自己互助的监事会成员有：当地医院院长、小民营企业老板、村干部等在当地有社会资源的人。
农村能人的参与促进了合作社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团队内部处理好维权时一直参与的老骨干和这些新骨干的关系。老骨干认为是自己“打下了江山”，凭什么让这些新人参与到合作社的核心管理。新骨干认为老骨干缺乏新的市场、社会开拓意识，没有能力把合作社更进一步发展。双方心里都不服气。
我们开老骨干的会议，一起讨论确认老骨干“打江山”的历史成就，也分析老骨干在合作社进一步发展中的劣势，要看到新骨干在合作社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新骨干进一步发展合作社，老骨干“打下的江山”就没有意义。我们开新骨干的会议，告诉新骨干如果没有老骨干“打下的江山”就没有今天发展的基础。我们同时安排老骨干和新骨干的聚餐、公园游玩，给新老骨干创作沟通和交流的机会。现在，合作社新、老骨干可以和睦相处，团结的就很好。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新的骨干怎么接受和认同合作社十多年来形成的文化传统。新骨干认为我们只要赚钱发展经济就好了，没必要搞文化、社区服务和维权的工作。而合作社的老骨干就是从维权、社区文化、社区服务开始进行家乡建设的。为此我们开展了：建设合作的丰碑、团队合作毅行、九九重阳节慰问社区老年人、资金互助团队统一工作服装、骨干团队一起去北京参加打工春晚演出等活动。
尤其是建造合作丰碑的过程：首先，我们一起讨论设计丰碑，大家一起梳理合作社的13年历史，讨论哪些是值得铭记的精神、文化、传统、教训……很多新骨干说：“我还从来不知道原来合作社发生过那么多的事。”
合作社为建造丰碑募款时，很多新骨干都积极捐款，我们把募款用一张大红纸公示在合作社活动大厅，很多人在上面找自己的名字。
立碑时，新老骨干一起捡砖头、挖土、抬石狮子……
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揭碑仪式，只做了10多分钟的视频，用100多张照片把合作社13年的历史一一呈现，近百年在视频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自己在合作社的痛与乐……
       揭牌代表是二位老人家，在合作社一路风雨走过了十多年，他们合作社踏踏实实，任劳任怨。
北京新工人艺术团和大家一起合唱了“合作互助歌”，合作社负责人作了致辞，感谢了十几年来为合作社做出努力的人们，合作社理事长一字一句、清晰而大声地读出几十个骨干的名字，也读出了一些因为合作社内部分歧而离开合作社的人的名字，并感谢他们曾经为合作社做出的努力，也读出了曾为合作社做出很多努力现在已经去世的老人的名字……也大声读出我们合作社曾经内部的分歧、内乱的伤痛……揭牌仪式结束的时候有骨干手扶着丰碑泪流满面……
我们的酒坊负责人唐志和说，参加合作社两年，感觉自己变化很大，以前在家做生意，老婆、孩子和工人都听他的，他是家长又是老板，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人反对。现在合作社工作，很多事情都是大家商量，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开始还很不习惯觉得合作社婆婆妈妈的，做事没有效率，现在他习惯了。有时候家里事，他也开始和妻子一起商量了。
 2013年3月，安徽省十大公益人物评选组委会，在二百多个推荐人选中，选出了二十个候选人，合作社负责人杨云标也进入候选人名单，组委会来合作社走访时候，我们颍州区民政局领导对组委会的人员说，杨云标他们合作社搞很多非法活动。组委会人员问民政局领导合作社具体搞什么非法活动，民政局领导说不知道。这段有些荒诞对话就发生在2013年的3月，因为14年前的维权活动，我们一直被地方政府的部分领导视为另类，视为维稳的对象。有趣的是，这些说我们搞非法活动政府领导，从来没有到我们合作社来过。我想说的是，我前面讲的合作社工作都是在这样的地方政府官员的“服务”之下完成的，所以，每一小步的前进，我们都充满着骄傲，属于我们合作社人们的骄傲。
四、新的征程——文化南塘、生态乡村
现在南塘顺应生态文明的发展趋势，提出文化南塘、生态乡村的发展理念与目标，通过发掘激活本地乡村的文化、生态资源存量，力争建设文化有根、产业有链、治理有主的新乡村。
南塘通过开发体验式文化旅游项目，建设本地文化生活圈，为本地和外来客人提供一个交流活动的空间，目前在基金会的资助下修建了“人间”戏台，戏台是中国乡村公共生活一个很重要的空间，它的搭建，丰富了村民的公共文化生活。
之后又修建了南塘民府、公益行宫等办公和活动场所，之所以叫做“府”和“宫”，一方面，是通过一种戏谑的方式打破古代封建官僚的等级制度，老百姓也能在“府”里和“宫”里活动和议事，另一方面，南塘也希望在众多的公益机构中保持一些特色。
南塘颇受艺术家的欢迎，因此南塘也趁着这股东风与音乐人、画家合作，打造了民谣音乐节、艺术家部落、历史博物馆等项目，挖掘出南塘不同的气质。同时，南塘合作社凝结社区力量自行创办了一所乡村华德福幼儿园，希望通过努力可以让更多的孩子拥有一个更加幸福快乐的童年。
